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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迅猛发展，其潜藏着的风险亦逐渐显露。当人工智能作为犯罪媒介，使得使用者、技术提供者与

人工智能系统本身之间的责任边界模糊，从而导致刑事归责陷入困境。由于人工智能仅具有表象层面的“自主性”，

即便对刑事归责所依据的“自由意志”作出类型化阐释，其也无法满足刑事归责所要求的主体性标准，进而不具备刑

事主体资格。因此，在人工智能仅能作为犯罪工具的视域下，对于使用者原则上仍应遵循传统“故意犯罪”的认定框

架。然而，面对传统单一归责路径在应对技术提供者时的系统性失灵，本文主张构建三阶体系的新型归责模式，以期

为构建技术友好型刑事法治框架提供理论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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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 technology, its underlying risks are gradually 

coming to light. When AI serves as a medium for criminal activities, the boundaries of responsibility 

among users, technology providers, and the AI system itself become blurred, leading to difficulties in 

criminal attribution. Due to the fact that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only possesses "autonomy" at a superficial 

level, even if a typological interpretation is made of the "free will" upon which criminal culpability is 

based, it still cannot meet the subjectivity criteria required for criminal culpability, and thus does not 

qualify as a criminal subject.Therefore, within the framework where AI is merely viewed as a tool for 

committing crimes, the principle of adhering to the traditional framework for identifying "intentional 

crimes" should still apply to users. However, in the face of the systematic failure of traditional single-

path attribution methods when dealing with technology providers, this paper advocates for the 

establishment of a novel three-tier attribution model, aiming to provide theoretical support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a technology-friendly criminal legal frame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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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以 ChatGPT 为代表的生成式人工智能，凭借海量数据、算法

模型和超算能力三大核心要素的迭代升级，展现出了颠覆性的自

我学习和自适应能力。在生成式人工智能所引领的新一轮科技革

命潮头之下，数据异化、算法黑箱、算力垄断诱发的多元安全风

险也在萌发，其风险样态已不单单积聚在基础内里层面，在其外

在表现层面，已然出现更多社会伦理、价值、意识形态等风险样

态表征 [1]。尤需警惕的是，生成式人工智能因其算法的“黑箱”特

性，生成内容具有高度不确定性与不可解释性，这为不法分子将

其用于新型犯罪提供了技术土壤。犯罪分子利用人工智能的生成

能力与交互智能，大幅提升了犯罪行为的精准度与隐蔽性 [2]。这一

现状揭示了人工智能作为犯罪媒介时的关键性难题：使用者、技

术提供者与人工智能系统之间的责任边界模糊不清，致使刑事归

责陷入困境。如何合理厘定各参与主体的刑事责任，是当下亟待

解决的核心问题。本文即立足于上述问题意识，旨在通过对生成

式人工智能犯罪中归责路径的系统探讨，为构建技术友好型刑事

法治框架提供理论支撑。

二、自由意志的类型化转向：生成式人工智能刑事主

体资格之证否

尽管当前广泛应用的生成式人工智能在整体分类上仍被划入

弱人工智能体系，但其已展现出多模态信息融合、动态自主优化

等复杂技术特征，凭借海量数据与强大算力形成的“涌现”能力

实现了技术性能的实质跃升。这些能力使得生成式人工智能在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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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生成与交互响应中呈现出一定程度的“准自主性”，其算法决

策规则隐而不显，研发者对其具体决策机制与输出内容的可预测

性也逐渐减弱，甚至会产生算法编写者与控制者都无法解释的内

容输出。技术演进与人类认知之间日益扩大的张力，促使法律体

系必须重新审视人工智能行为属性的法律界定，以及其在责任分

配结构中的应然定位 [3]。在此背景下，关于生成式人工智能是否

具备法律主体地位的争论主要存在肯定说、否定说和折中说三大

立场。这一理论争议不仅反映了对人工智能本质的不同认知，也

体现了法律制度在应对技术革命时所面临的价值抉择与体系调适

需求。回溯罗马法，“生物意义上的人”与“具备主体资格之人”

具有不同的含义。简言之，成为生物意义上的自由人才可能具备

主体资格。而在当代语境下，若仍将刑事责任主体的范围固守于

具有血肉之躯的自然人，恐难以回应技术发展所带来的规范性需

求。刑事责任主体具有时代性特征，其必将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

化，并非只能局限于自然人等生命体，具有自由意志和实践理性

的“非生命体”也完全可以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成为刑事责任主

体 [4]。因此，为探究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刑事主体问题，必须首先回

归至自由意志的本体内涵，对其进行深刻的法哲学剖析，并在此

基础上确立刑事归责所要求的主体性标准。

（一）自由意志的内涵分析与“类型化”思维变迁

自由意志，追溯其哲学本源，享有“自由意志之父”盛誉的

奥古斯丁认为，其为上帝赋予人类的 “中等之善”，赋予人在永

恒之善与可变之善间自主决断的权能，道德行为的正当性源于对

上帝永恒法的服从，且真正的自由唯有借助上帝恩典方能实现 [5]。

而在康德看来，自由意志包括实践理性与自主选择。实践理性指

主体根据规范与规则展开理性行为的能力，体现为对行为的逻辑

思考和理性控制。自主选择指主体能够独立决策并实施行为的能

力，不受外部强制或程序预设的绝对限制，具备摆脱他人控制的

自主性 [6]。在黑格尔的法哲学体系中，自由意志构成了调节利益

关系的法律规范的逻辑起点与核心基石。他主张，法的全部内容

都应从自由意志这一原则出发，进行体系性的推演与展开 [7]。通过

梳理奥古斯丁、康德、黑格尔等思想家关于自由意志的理论阐释

可见，西方哲学传统在探讨自由意志问题时，多采用间接论证路

径：即依托其在道德、责任与理性行动中的奠基性功能，彰显自

由意志的不可或缺性，而极少对其作出精确的概念界定。这种独

特的论述策略，一方面在法律层面为将自然人构建为具有自由意

志的规范主体提供了深厚的哲学依托；另一方面，也直接导致了

自由意志内涵本身难以被单一、封闭的定义所囊括。

由此，我们可以引出一个关键的方法论启示：对自由意志的

理解，必须超越传统“概念式”的封闭思维，转而诉诸“类型

化”的开放方法 [8]。我们不应将其视为一个非此即彼的静态范畴，

而应将其理解为一个包含诸要素、具有谱系性特征的整体结构，

通过其在具体情境中的典型表现来把握其核心特征与边界。

（二）自由意志的缺失：生成式人工智能主体资格之否定

尽管生成式人工智能凭借其强大的算法模型与海量的数据训

练，已展现出一定程度的、形式上的自主性。但是，这种自主性

具有深刻的表象特征。从根本上说，现有生成式人工智能的系统

架构与目标函数均由研发者预先设定，其根本目的在于实现研发

者所期望的生成效果。在整个生成过程中，人工智能必须以外部

数据的输入为前提，才能激活并展开其有限度的“思考”。因此，

其所呈现出的自主性，在形式上或许是人工智能的，但在实质

上，仍是研发者意志与目的的延伸与体现 [9]。这种被严格限定在算

法框架内的“自主”，并不具备自由意志所要求的、在开放可能性

中进行“自主选择”的核心要件。此外，人工智能在运行中持续受

到来自使用者指令、社会伦理规范嵌入以及算法价值观对齐等多重

外部意志的制约。它无法像人类主体那样，基于内在的信念、欲望

与理性反思形成完全独立的判断，因而也未能满足“实践理性”所

要求的、能够为自身行为提供理由并承担责任的能力。

即便我们将自由意志的概念进行放宽，作类型化的理解，例

如刑法中以“控制能力”与“认知能力”为标准的类型化“自由

意志”，生成式人工智能同样无法满足。刑法主体的资格建立在

具有自主行为选择与控制能力的基础上，而人工智能的行为根源

始终外在于其自身，既无法成为道德主体，也无法成为法律意义

上可归责的主体。因此，生成式人工智能在当前及可预见的法律

框架下，并不具备承担刑事法律责任的主体资格。

三、技术提供者刑事归责的路径反思与体系重构

现存涉人工智能犯罪的结构中，存在三个关键主体：使用者、

生成式人工智能系统本身，以及背后的技术提供者。基于上述分

析，目前能够承担刑事责任的主体仅限于作为人类实体的使用者与

技术提供者。同时，刘宪权教授指出，智能机器人在设计和编制的

程序范围内存在一定的辨认能力和控制能力 ，但这种辨认能力与控

制能力服从于研发者的意志，因此，智能机器人在设计和编制的程

序范围内实施行为时，应当将其看作人为了实现自己的犯罪意图而

使用的“智能工具”[10]。这意味着，人工智能在现阶段并未从根本

上改变传统犯罪的构成要件要素，亦未颠覆其所侵害的法益本质。

在生成式人工智能仅作为犯罪工具的场景下，对于使用者的刑事责

任认定，原则上仍应遵循传统“故意犯罪”的认定框架。故而，本

文后续将聚焦于技术提供者的归责路径进行深入的分析。

（一）传统归责路径的三重困局

面对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提供者的刑事归责，既有研究形成

了共犯归责、不作为犯归责与过失犯归责三条主要路径，但各路

径均陷入难以逾越的结构性困境。

共犯归责路径主张将技术供给行为纳入帮助犯框架，却遭遇

中立帮助行为可罚边界的根本性质疑。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具有

广泛的正当用途，依照中立帮助行为理论，单纯的技术供给即便

客观上为犯罪提供便利，也不当然具有可罚性，须考察提供者对

使用者犯罪意图的具体认知 [11]。问题在于，提供者与使用者之间

往往不存在任何双向沟通，提供者对特定使用者的存在及其犯罪

意图缺乏认知，难以满足帮助故意所要求的“明知”要件。若将

抽象的风险认知径直认定为故意，则无异于要求提供者为一切可

能的滥用后果负责；若严格限缩故意范围，则又可能使大量发挥

帮助作用的技术供给行为逃脱规制。而不作为犯归责路径以刑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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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86条之一为核心建构行刑联动机制，将归责重心从“参与他人

犯罪”转向“违反自身义务”，但其法理根基面临保证人地位的质

疑。信息网络安全管理义务主要来源于网络安全法等前置法，将这

些抽象行为准则径直等同于刑法上的作为义务，有违罪刑法定原则

的明确性要求。更根本的障碍在于因果关系认定——算法的黑箱属

性使结果回避可能性的判断陷入技术迷雾 [12]，若不作审慎处理，不

作为犯进路恐将沦为“结果责任”的变种。过失犯归责路径则以新

过失论为基础确定注意义务的违反 [13]，却面临“风险管辖”的根本

性质疑：在提供者的过失行为与使用者的故意行为共同导致法益侵

害的场合，根据自我答责原理，使用者对故意犯罪造成的全部后果

承担责任，提供者的过失行为因故意行为的介入而阻断归责。

三条路径的各自困境并非偶然，其深层根源在于传统归责模

型以“行为 — 心理”关联为核心范畴，预设了行为主体清晰、

因果流程可把握的认知框架，而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技术系统具有

“自主性”与“黑箱”属性，使传统模型陷入结构性错位。与此同

时，既有路径通过“意思联络缓和化”“义务泛化”“注意义务抽

象化”等概念稀释策略应对困境，不仅难以实现理论融贯，更可

能因标准模糊而损害法的安定性。

（二）三阶归责体系的路径重构

针对传统归责路径的困境，真正的出路在于放弃对单一归责

路径的迷信，建构以“注意义务分层—算法风险管控—合规计划

衔接”为核心的三阶归责体系。

第一阶为注意义务的分层建构，将注意义务内容依据技术类

型与应用场景进行类型化区分：设计阶段的义务包括算法公平性

审查、数据合法性审核等，核心在于“风险预防”，判断标准应

依据技术研发当时行业公认的最佳实践；运行阶段的义务包括内

容监测、有害输出过滤等，核心在于“风险管控”，内容具有动

态性与情境性；事后阶段的义务包括漏洞修复、应急处置等，核

心在于“风险回溯”。通过分层建构，从而在实体层面为行为提供

相对明确的判断基准，在程序层面为归责提供分阶审查的可能。

第二阶为算法风险的实质管控，在因果关系判断上采“归

因 — 归责”二阶模式：事实层面的归因判断中，可借助疫学因

果关系思维，依据统计学上的关联性认定提供者行为与结果之间

的条件关系；规范层面的归责判断中，须进一步考察风险是否在

规范保护目的之内、结果是否属于可归责的风险实现。同时引入

“风险升高理论”的合理内核——只要提供者的不作为显著升高

法益侵害结果发生的风险，且该风险属于注意义务旨在防范的类

型，即可肯定因果关系的存在，从而既包容概率性因果，又通过

规范判断保持归责范围的适度限缩。

第三阶为合规计划的衔接机制，为提供者提供证明自身已尽

注意义务的制度通道：若能证明已建立并有效运行符合行业标准

的管理体系，则可推定其已履行注意义务，即便客观上发生法益

侵害结果，也不承担刑事责任 [14]。这一机制的理论基础在于，在

技术风险难以完全消除的背景下，法律的功能不在于强求结果的

绝对安全，而在于督促行为人采取合理的风险管控措施。

三阶体系以“注意义务”为核心范畴整合多元理论资源，将共

犯、不作为犯、过失犯的理论要素纳入统一分析框架。注意义务的

分层设置为司法判断提供明确审查步骤，合规计划的引入为行为人

提供可预期的出罪路径，风险升高理论与规范保护目的的结合使因

果关系判断兼具灵活性与确定性。这一体系既未过度扩张处罚范围

而使技术提供者沦为风险的“保险人”，也未过度限缩归责范围而

造成责任缺口的放任，而是通过注意义务的类型化与合规计划的程

序性出罪，实现了技术创新激励与法益保护的动态平衡，在技术博

弈与规范回应的张力中探寻人工智能时代刑事归责的妥当边界。

四、结语

从自由意志的哲学基础到三阶归责体系，每一个环节都呼唤

着法律理念的深刻变革。而三阶层体系的归责路径，只是这一漫

长征程的起点。真正的解决方案，有赖于法学界与科技界的持续

对话，有赖于立法者与司法者的智慧创新，更有赖于全社会对科

技伦理的深刻共识。技术的脚步从未停歇，法律的智慧也当与时

俱进。唯有在坚守法治底线与拥抱技术革新之间保持审慎的平

衡，我们才能在数字时代的洪流中，既享受科技带来的福祉，又

守护人类固有的尊严与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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